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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階層線性模型，分析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的轉換

型領導與組織氣氛的脈絡效果和跨層次的調節效果，並探討裝卸承攬業員

工的轉換型領導認知、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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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成功訪問 22 家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的 701 位基層員工，以

廻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與階層線性模型等統計方法，檢測與驗證假設結

果。研究發現，在個體層次中，員工的轉換型領導認知對其組織承諾、組

織承諾對其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並且組織承諾在轉換型領導與

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此外，在團體層次中，組織氣氛對組織

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脈絡效果，並且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與

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具有跨層次的調節效果。本研究證實了學者認

為在多層次的組織架構下，團體層次將影響個體層次結果變數的論點。最

後，本文並對學術界與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實務界，提供若干建議與未來

研究方向。 

關鍵詞：階層線性模型分析；脈絡效果；結構方程模式；船舶貨物裝卸承

攬業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HLM) to analyze context effects 
and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CL) of ship stevedore operat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TL, OC,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are also discussed. 

701 first-level employees from 22 ship stevedore operator were interviewed 
in this study. Regression analysis, HLM and SEM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verify those hypothes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L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employee’s OC, while OC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mployee’s OCB. Furthermore, OC is found to have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TL and OCB. In 
addition, at the group level, the OCL possesses a contextual effect on OC, as 
well as on OCB. The aggregate TL has a cross-level intera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OC and OCB. Our results have 
proven the argument presented that the outcome variables of the individual level 
will be also influenced by group level variabl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multilevel organization, and offered several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studies to the ship stevedore operators and the academic industry. 

Key Word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Context effec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forwarders of ship freight 

一、前 言 

港埠 (port) 是海、陸運輸交匯儲運之場所，良好的港埠設施與有效率的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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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拓展國際貿易，支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從港埠營運服務的角度來看，港埠

營運作業可區分為港灣作業、船席作業、裝卸作業，以及儲運作業四類[1]。研究指出，裝

卸效率的高低、機具設備的充足、港埠倉儲設施的能量，以及碼頭調配與通關之便利等條

件，是航商選擇港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港埠作業效率、港埠裝卸效率、倉儲設備、碼頭

工人素質，以及港埠經營顧客導向程度等指標，更是港埠競爭力的主要來源[2]。基於前述

可知，裝卸與儲運對於港埠營運作業之服務績效，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裝卸公司作業

效率之良窳，更關乎港埠整體的競爭力。在影響航商或貨主選擇裝卸公司重要因素程度的

研究分析中，王棟華與陳義雄 [1]將其歸納為「裝卸費率」、「服務品質」與「其他因

素」三大類。在服務品質的因素中，包含「人的品質」、「機具設備的品質」，以及「裝

卸安全」三項。其中，裝卸工人的工作態度、裝卸公司管理人員的服務態度、裝卸工人準

時上下工、對貨主延長工作時間之配合度，以及裝卸作業人員的技術均涉及人員的品質。

因而與人力素質有關的裝卸從業人員，其工作態度、行為與能力影響裝卸效率甚鉅。有鑑

於此，促進裝卸與儲運作業的效率、提升工作人員之服務行為，以及增加經營者之管理能

力，是一個港埠提高競爭力，使航商選擇其為通商口岸的重要方法。 

在通商口岸當中，高雄港無論在貨櫃或散雜貨的裝卸量，均位居臺灣四大國際港口之

冠。由於裝卸效率與港埠作業績效的密切關係，高雄港在民營化可提升船舶貨物裝卸作業

效率之期待下，於 1998 年全面民營化；並且經由研究發現，民營化對裝卸效能的確具有

正面作用[1]。然而，在港埠經營管理國際化與自由化的潮流衝擊下，高雄港正面臨世界各

國際港口的強烈競爭，尤其是中國大陸各港口之嚴峻挑戰。因而高雄港船舶貨物裝卸作業

的民營業者，如何經由提升組織整體服務效能，以促進航商與貨主的來港使用意願，成為

該企業在經營上必須面對的課題。 

有關如何促進裝卸與儲運作業效率、提升工作人員之服務行為，以及增加組織整體的

服務效能，以提高航商與貨主的來港使用意願，本文認為必須從管理者的領導型態，提供

員工對工作環境的正向氣氛認知，提升員工的組織承諾度，以及促進員工展現有利於組織

與顧客的公民行為著手。前述看法乃是基於，在部屬與組織的整合過程中，領導是最具影

響力的因素之一[3]。在領導過程中，需要透過許多不同的領導方式來引領部屬，包括由領

導者改變部屬的視野、信念、態度與動機[4]。基此，領導可說是領導者影響一群個體完成

共同目標之過程[5]。因而，領導對組織成員來說，不但是重要的指標，更是最具影響力的

行為之一[6]。基於前述，就裝卸公司而言，透過領導可使組織在艱難與競爭的環境中勝出
[7]。卓越的領導者不僅可以激發員工提升工作效率的潛能，也可滿足員工的需求，同時符

合組織的目標，以致在型塑員工的行為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8]；而此點亦正顯示出船

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需研究組織領導議題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多年來，有關領導的特徵與風

格，及領導者是自然產生或是被製造出來的議題，已經引發了學者廣泛的研究和討論[9]，

特別是轉換型領導理論在過去二十年中，已吸引很多學者的關注[10]。這是因為轉換型領

導可提供部屬一個組織的願景，同時啟發週遭的人重視團體利益，因而可使裝卸公司在艱

難與競爭的環境中勝出。基此可知，探討轉換型領導，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中一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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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 

另一項與組織行為有關的氣氛構念，在 1960 年代首度被組織學者探討，它被定義為

一種個體的屬性 (property)，是一種可能與工作單位的其他成員所共有的認知[11]。研究結

果顯示，員工認知的氣氛對個體和組織的結果有重要的影響，例如工作態度和滿意[12]、

服務品質[13]與顧客滿意[14]。基於這個理由，從 Likert[15]早期的實證研究以來，組織氣氛

即被視為是描述和分析有關組織現象的一個重要基石[16]。由此可知，探討組織氣氛的重

要性不容被忽視。再者，許多描述組織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概念，一般認為組織承諾與組織

公民行為是最重要的員工態度之一。例如，組織承諾與曠職、離職意圖和工作滿意程度之

組織結果變數有關[17]。組織承諾可以促進員工與他們的組織產生心理上的聯結[18]，使員

工對其組織的目標和價值具有堅定的信仰，同時願意為組織的利益盡最大的努力[19]。另

外，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員工無條件的工作行為，這種行為雖然未清楚地規定於組織的工

作說明中，但卻為組織所認同[20]。更重要的是，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員工自動自發的行

為，對內可使組織有效地運作，提升組織績效[21]；對外可提升服務品質，增加顧客的滿

意度[22]。研究已經證明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可幫助一個組織增加它的效率與效能，

尤其是在服務品質與企業整體績效方面[23]。因此，組織承諾或組織公民行為有關的議題研

究已經成為一種趨勢[24]。基於前述，倘若組織能與員工產生心理上的聯結，強化員工對其

組織的認同感與忠誠度，同時願意為組織的利益盡最大的努力，並且促進員工在依據組織

內的規範行為 (即角色內行為) 無法滿足顧客的所有需求時，可以主動展現組織規範以外

之行為 (即角色外行為)，將可為組織提升更大的競爭力。因此，對於正處在競爭環境日益

激烈的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而言，研究員工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是一項刻不容緩

的議題。 

然而，在組織研究裡，經常牽涉到個體與組織的互動，因為個體內屬於組織，當研究

議題牽涉到組織如何對個體產生影響時，多層次的觀念就必須放入研究架構中[25]。主要

的原因是，在相同總體層次下的個體間存在高度的相關，亦即個體與總體層次的資料彼此

間具有「內屬、巢套 (nested)、叢集 (clustered)、鑲嵌 (embedded)」的結構特性，例如員

工內屬於公司、團隊成員內屬於團隊等。由於多了這一層關係，相同公司下的員工、相同

團隊下的成員，因組織文化、組織氣氛等因素的潛移默化，使得員工或成員在同一組織 (公

司或團隊) 內較為相似，在不同的組織間較相異[26]。由於社會科學研究的樣本係來自不

同的組織單位 (公司、學校、家庭、地域或特殊社群)，因此同一抽樣單位內的個體資料間

具有相似性與相關性，造成傳統統計方法誤差項的獨立性假設被違反，再加上所獲得的資

料組間變異數 (variance) 常常顯著，亦即組內相關 (intraclass) 很強。因此不管是從理論、

統計與實證角度，研究多層次課題有其必要，否則將造成錯誤的結論或統計結論效度的喪

失[27]。以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而言，員工與組織間的關係是員工嵌套在部門中，部門嵌套

在組織中，因而變項間的關係涉及階層性的結構。基於前述，本研究對象所屬的組織亦具

有多層次的組織架構特性，因此，本文考量多層次階層性資料有其必要性。 

綜合上述，在本研究中將以高雄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負責裝卸作業之基層員工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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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檢驗裝卸業之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間的關係；同時以階層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驗證兩者對個體層次變數的脈絡效果與跨層次調節效果。此外，本

文也探索轉換型領導、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三者之間的關係，並以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分析它們在個體層次的不同特性。本研究試圖從領導

與組織氣氛的組織行為角度出發，探討團體層次對型塑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並透過

培養員工自動自發的積極性行為，提升顧客的滿意度，從而促進組織的整體服務效能。 

二、文獻探討 

2.1 轉換型領導之文獻回顧 

任何的組織都需要管理，領導者是組織管理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之一[28]。Brazier[5]

定義領導為個人影響一群個體完成共同目標之過程。轉換型領導強調長期與基於激勵 

(motivation) 程序的願景，在過去二十年中已經成為廣泛的研究對象[29]。Bass[30]的研究

指出，轉換型的領導者會激勵他們的部屬從新的觀點 (智力上的刺激) 看待問題、提供支

持和激勵 (賦予個別的關懷)、傳遞一項願景 (鼓舞人心的刺激)，以及產生情感與認同 (魅

力)。同時藉由聚精會神地傾聽，轉換型的領導者顯示出賦予員工個別的關懷，並藉由扮

演監控者或教練的角色，對他們的部屬成就與成長需求給予密切的關注，激勵他們逐漸承

擔更多責任，以便發展員工最高的潛能[31]。 

在本研究中，採用轉換型領導，作為一項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的領導風格，我們的理

由是轉換型領導的概念適用於所有的領導階層，包含個體層次與團體層次的領導[32]。另

一項理由是，有關轉換型領導理論的研究已經非常普遍，其特色在於對部屬採取激勵的領

導風格[33]。此外，轉換型的領導者顯示出他們擁有合適於組織的知識與技能[34]。由於在

激烈的港埠競爭中，促進組織的服務效能，是提升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競爭力的主要來源

之一，因此，組織需要一個能夠提供願景，並能激勵部屬展現利他行為的領導者，以便更

貼近顧客的意向。 

2.2 組織氣氛之文獻回顧 

氣氛是員工認知工作環境的方式，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組織特徵，並且無法容易或迅速

改變[11,
 
35]。氣氛代表員工所體驗到的認知模式或主題，是組織的成員有關他們工作場所

全部經驗的概念化[36]。因此，它可能是主觀的、短暫的和潛在的，並且容易受到管理方

面的操作[35]。Litwin 與 Stringer[37]定義組織氣氛為一組可衡量的工作環境特性，是個人對

工作環境中的生活與工作的直接或間接認知，並且假定它會影響員工的動機與行為。為了

清楚區分氣氛概念化層次之間的差異，James 與 Jones[38]之研究指出，員工對環境的個體

認知為心理氣氛；組織氣氛則是個體對群體或組織層次的認知組合。當員工在一個特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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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單位對影響他們的工作環境之認知取得一致時，他們共享的認知可被聚合而形成共享的

組織氣氛[11]。因此，氣氛構念在資料聚合的 (aggregate) 不同層次中，共享同樣的內容、

意涵和構念效度[39]；這亦使得組織氣氛理論對多層次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價值[40]。 

整體而言，相對於正式程序的消極觀察 (inactive observation) 和個別的 (separated) 實

務，組織氣氛是一種社交－認知結構及組織意向形成 (sense-making) 的一個部分行動過程
[41]；因而組織氣氛的研究亦已聚焦在組織結果的預測[42]。 

2.3 組織承諾之文獻回顧 

組織承諾是員工對組織所抱持的一種態度，代表組織與員工之間的一種心理關係[23]，

是員工對組織的一種心理結合力[43]。研究發現，一個具有高度承諾的員工比起低度承諾

的員工更可能以正面的方式奉獻組織[44]。因此，高度的組織承諾有益於組織，並在工作

環境中被認為是一種具有附加價值的員工態度[45]。有關組織承諾的意涵，Meyer 等人[46]

等學者長期從事組織承諾的相關研究，並從整理過去文獻中，發展出一個較為周延之定義

與分析架構，認為組織承諾係指個人對於組織的情緒依附、認同與涉入的心理狀態，並顧

及離職的成本或代價、及對組織的義務。因而，組織承諾是員工對組織的一種忠誠展現，

是所有員工在組織的目標、目的與基礎設施發展中的動力[47]。 

有關組織承諾的類型，Mathews 與 Shepherd [48]及 Chen [49]之研究，將其分類為態度承

諾與行為承諾，這是一種行為態度觀點的闡釋，具體強調員工對組織目標和價值觀的信

念，以及員工在認知與評估其對組織投資後所採取的行為動向。此外，Meyer 等人[46]及

Madsen 等人[50]之研究，從道德功利的觀點，將組織承諾分類為規範性承諾與交換性承

諾，分別強調承諾的道德性與功利性或計算性。綜合前述學者的論述可知，組織承諾是組

織成員對組織的一種完整而持續的態度，以及對組織的認同與投入。在組織承諾的構面部

分，Mowday 等人[51]分類組織承諾為價值承諾、努力承諾與續留承諾，認為員工可透過其

對組織的信仰及接受組織設定之目標與價值觀，來促進員工更努力完成目標的意願，以及

續留在組織當中。另外，Currie 與 Dollery[52]描述組織承諾為情感性承諾、規範性承諾與

持續性承諾，代表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投入與忠誠。基於前述，本研究認為組織承諾是組

織成員對組織目標與價值觀的認同，並願意為組織付出心力，同時繼續留任組織的態度。 

2.4 組織公民行為之文獻回顧 

組織的工作說明書，雖然可以明確規範員工之工作行為，但無法利用制式規範來要求

員工所有的行為。倘若組織內規範之行為 (即角色內行為；in-role) 無法滿足顧客的所有

需求，員工主動的展現組織規範以外之行為 (即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就顯得格外重要

了；組織公民行為正是這種組織非正式要求的工作行為[21]。Barnard[53]在其研究中提到，

組織的成功端賴其成員相互合作，這種合作行為並非由正式組織所能完全控制，亦非正式

制度所能完全引發的；相反的，這種合作行為需要一些非正式組織的運作才能達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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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非組織要求的正面行為，正是組織公民行為概念的起源，也是組織公民行為重要的理

論基礎。1980 年代初期，「組織公民行為」首度被學者提出來探討[54]，認為其是個人在

工作場所中的角色外行為，此行為無法藉由正式的獎勵系統，直接或明確的彰顯出來[55]。

因而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員工無條件的工作行為，這種行為雖然未清楚地規定於組織的工

作說明中，但卻為組織所認同[20]。更重要的是，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員工自動自發的行

為，對內可使組織有效地運作，提升組織績效[43]，對外可提升服務品質，增加顧客的滿

意度[22]。依據互動理論，Gronroos[56]指出服務品質是在參與服務過程中的顧客和服務人

員所共同分享與創造的經驗。就船舶貨物裝卸工作而言，若要將正確完善的服務傳遞給航

商與貨主，必須由裝卸業者運用組織整體資源，結合幕僚單位之整合運作，支援基層的裝

卸工作人員，才能使航商與貨主獲得滿意之服務。因而服務組織要能提升顧客的滿意度及

獲得他們正面的情緒回應，需要組織的成員於進行服務傳遞時，提供額外的努力、關懷和

服務，以取悅顧客。然而，這些同理心、回應性與正確性之服務行為，亦通常未規範於組

織的工作說明書中。有鑑於此，裝卸業者除了讓基層工作人員盡忠職守執行其角色內工作

外，更應該執行角色外的行為，使其成員能主動協助顧客，以提高航商與貨主對裝卸業服

務品質的認知。因此，發展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正是裝卸業者提升競爭力不可或缺的員

工行為。 

三、研究假設 

3.1 團體層次與個體層次之關係 

學者 (Avolio 等人[57]；邱皓政、溫福星[58]) 之研究已充分證明氣氛和不同組織結果

間的關係。研究證據亦顯示，在一個個體和組織層次中，轉換型領導對員工之工作態度和

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 (Lowe 等人[59] )。部分的研究也聚焦在闡釋管理氣氛中領導的角色，

這些研究涉及與組織結果間的關係，如組織創新氣氛[29,
 
60]、組織承諾[61]與組織公民行為

[20]。例如，Bass 與 Avolio[29]測量轉換型的領導風格與支持創新的組織氣氛，發現轉換型

領導者與一個支持性的創新氣氛有顯著的關係。Haakonsson 等人[60]指出領導風格和組織

氣氛應該結合起來，以便領導風格可以為組織氣氛提供充足的支持，並使組織能夠順利執

行。除此之外，上司的支持會正向影響員工的組織承諾
[62]。如果領導者與他們的部屬能

夠開創一個令人滿意的工作環境關係，會產生強烈的組織氣氛，並同時增加組織的承諾度
[61]。再者，研究人員已經發現組織氣氛的變數，如自治權  (autonomy)[63]和凝聚力 

(cohesiveness)[64] 兩者與組織承諾有正向的關聯。另一方面研究發現，轉換型領導者會激

勵部屬執行超越組織期望的組織公民行為[65]；而且在個人層次中，員工滿意、組織承諾、

公平與領導支持的認知，最常被顯著的認定為組織公民行為之前因變數[20]；同時研究亦

指出，組織氣氛與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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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文，本研究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在團體層次中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將影響組織氣

氛；而個體層次之轉換型領導，亦將影響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此外，自變數亦可能

透過中介變數對於依變數產生影響，亦即組織承諾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

係，將具有中介效果之影響，而且組織承諾會正向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因此提出本

研究之假設一與假設二： 

假設一 (H1)：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能夠正向影響組織氣氛(H1)。 

假設二 (H2)：個體層次的轉換型領導能夠正向影響組織承諾(H2a)；組織承諾能夠正向影

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 (H2b)，並且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

關係具有中介影響之效果 (H2c)。 

3.2 領導與組織氣氛的跨層次影響 

在多層次的組織架構下，團體層次的變數會影響個體層次的結果變數[66]。換句話說，

聚合的轉換型領導除了能夠影響組織氣氛，也可能影響個人層次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

為。因此在領導領域的研究中，經常會關注跨越不同分析層次變數之間的關係。例如

Elgamal[67]之研究結果顯示，轉換型領導對結果變項，如離去傾向與組織公民行為有影響，

並且同時影響了組織的脈絡變項 (contextual variable)。此外，Avolio 等人[57]之跨層級研

究，聚合了個體對領導者的認知到團體層次，並發現它與組織承諾的個體層級關係。  

在本研究中，轉換型領導被定義成團體與個體層次變數，而非僅是傳統的個體層次變

數，因此在性質上屬於脈絡變數，亦即個體層次之解釋變數，透過組內聚合程序形成高階

解釋變數[68]。從統計方法的角度來看，脈絡變數的效果是以低階層次變數在高階所得到

的平均值，形成脈絡變數後，檢驗其對於截距 (intercept) 或斜率 (slope) 造成之影響[69]。

邱皓政與溫福星[58]在有關學校組織創新氣氛之脈絡效果的階層線性模型實證分析一文

中，證實了團體層次的變數能夠透過多層次模型，來檢驗對於個體層次結果變數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得以提出下列兩個跨層次的直接效果假設： 

假設三之一 (H3a)：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能夠正向影響個體層次的組織承諾。 

假設三之二 (H3b)：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能夠正向影響個體層次的組織公民行為。 

同理，組織氣氛也會影響個體層次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當員工在一個工作單

位中對他們工作環境影響的認知取得一致時，聚合共有的認知而形成組織氣氛；亦即組織

氣氛是在衡量個體對於所屬團體工作環境影響的認知，在本研究中是以團體層次變數來處

理。因此基於多層次分析方法，可以提出團體層次影響個體層次結果變數的假設[58]。從相

關的研究來看，組織氣氛對各式各樣的組織結果，如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有影響[40, 

61]。因此得以推導出下列兩個跨層次的直接效果假設： 

假設四之一 (H4a)：組織氣氛能夠正向影響個體層次的組織承諾。 

假設四之二 (H4b)：組織氣氛能夠正向影響個體層次的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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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的跨層次調節效果 

由於本研究將從多層次模型的角度，檢視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於組織承諾及組織

公民行為的影響，因此除了將個體層次的組織承諾作為中介變數之外，團體層次的脈絡變

數，將對於個體層次的變數產生跨層次的調節效果。亦即團體與個體層次的解釋變數，會

一起對於結果變數產生交互作用 (跨層級交互作用；cross-level interaction)。以下即針對多

層次模型分析原理與假設關係進行說明。 

在多層次模式分析中有一項重要假設，亦即團體層次的變數除了影響個體層次的變數

之外，還有可能影響個體層次變數對於結果變數的解釋，也就是說，多層次模式具有跨層

級交互作用 [70]。從統計方法的術語來說，團體層次變數所扮演的是一種調節變數 

(moderator)，它會影響個體層次解釋變數對結果變數的解釋力 (亦即斜率的影響)[66]。換

言之，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 (以 Z1、Z2 表示)，不僅可能直接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Y)，亦可能與組織承諾 (以 X 表示) 產生交互作用，間接地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以

混合方程式來表示如下： 

Yij = r00 + r10Xij + r01Zj + r11ZjXij + u0j + u1jXij +εij 

上式中的 r10 為組織承諾的影響力 (斜率)，r01 為聚合的領導或組織氣氛的影響力 (斜

率)，r11 則為 Z × X 的斜率，反映了聚合的領導或組織氣氛與組織承諾相互結合對於員工的

組織公民行為之效果強度。亦即第二層變數對於第一層變數進行解釋的斜率，即為跨層級

交互作用 (調節) 效果。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跨層級交互作用顯示團體層次變數的多重

功能，它不但能夠直接影響結果變數，也可強化 (或弱化) 個體層次變數的解釋力[65]。由

本研究的設計來看，兩個團體層次解釋變數 (轉換型領導 Z1 與組織氣氛 Z2) 對於個體層

次組織公民行為，可能存在兩種跨層級交互作用 (Z1×X 與 Z2×X)；因此可形成兩個跨層

級的調節效果假設： 

假設五 (H5)：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個體層級的組織承諾，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具有交互影

響。 

假設六 (H6)：組織氣氛與個體層級的組織承諾，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具有交互影響。 

基於上述之研究假設，本文研究假設關聯圖如圖 1 所示。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架構 

從上述之研究假設與圖 1 可知，在本文的研究架構中，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

是團體層次變數；並且假設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氣氛具有正向之影響。此外，轉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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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是個體層次變數，並且假設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組織

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之影響；同時假設組織承諾在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關

係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另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團體層次變數對個體層次變數之跨層級脈

絡效果，與團體變數對個體變數關係之間的跨層級交互作用。因而基於前述，本研究將以

迴歸分析，檢測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之間的團體層次變數關係；以 SEM 估計組織承諾

在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並且以 HLM 分析個體層次

變數與團體層次變數間的跨層級關係。 

 

圖 1  本研究假設關聯圖 

4.2 分析與抽樣策略 

(一) 分析策略 

HLM 是一種統計方法，適用於跨層級的交互作用研究。由於個體巢套在工作團體之

內，因而當需要分析多層次資料時，HLM 可提供一種強而有力的分析方法，並特別適用

於變項間的關係涉及不同分析層級之研究，如領導議題[71]。有鑑於此，HLM 可以用來評

估解釋變數對團體層次和個體的跨層級影響，以及團體層次變數對個體層次變數的跨層級

調節效果。基於前述，本研究的分析策略為，首先藉由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證明轉換型領導、組織氣氛、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是可以被衡量的不

同構念。其次，以 SEM 來估計組織承諾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是否

具有中介效果。再者，為了衡量組織層次的特性 (領導與組織氣氛)，本研究參考 Klein 與

Kozlowski[72]之研究，以 rwg 衡量組內的一致性，因為 rwg 是用來計算組織內的成員針對

總體層次的構念，是否具有高度的共識與相同的看法，亦即衡量同一裝卸公司不同成員之

間，對各研究變項之認知是否一致；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中的預估平方 

(eta-squared; η2) 值及 HLM 中之組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efficient; ICC)，衡量組織間的

差異，以驗證組織層次中各種特性的變異。因此在本研究中，HLM 分析將被使用來評估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於轉換型領導、組織氣氛、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跨層次實證分析 

－109－ 

個體層次與團體層次變數間的跨層級關係，包含廻歸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聚合偏誤 

(aggregation bias) 和錯估標準誤 (misestimated standard errors)。 

(二)抽樣設計與樣本大小 

在抽樣設計部分，由於 HLM 屬於多層次的統計技術，因此要考慮到不同層次的抽樣

問題。因為本文之研究母體為高雄港 22 家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民營公司，研究母體甚大，

在研究成本之考量下，並為了精確抽樣，本文採用分層抽樣法 (stratified sampling)。同時

基於裝卸公司之員工數不一，為精確的配置樣本，本研究依據牛曼配置法 (Neyman 

Allocation)，先將抽樣母體依據其規模大小，劃分為大規模者  (500人以下 )2 家、

中等規模者  (200 人以下) 6 家以及小規模者  (100人以下) 14 家，然後再依據本研

究對象在每一層所占之比例擬定抽樣數，分別為大規模者 122 人 (占總抽樣數之

12.2%)、中等規模者 318 人 (占總抽樣數之 31.8%)，以及小規模者 560 人，共計抽

樣 1,000 人 (占總抽樣數之 56%)。  

本研究總計有 912 位完成問卷的填答，其中有效問卷 701 份。每一家公司的回收率從

72%至 81%不等，總平均回收率為 76.86%。從表 1 可知，樣本的男性占 100%，年齡以 31 

~ 40 歲最多，占 44.37% (平均年齡為 35.21)；工作年資以 3 年以下最多，占 42.99% (平均

年資為 3.32 年)；教育程度以高中 (職) 畢業最多，約占有效樣本數的 72.18%。此外，職

位以現場操作員最多占 91.3%，其餘為現場領班；公司規模以 100 人以下者最多占 50.0%，

其次為 200 人以下之公司占 27.27%。樣本統計顯示，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碼頭現場作

業人員均為男性，可能由於其工作性質屬於高勞動力與高危險性，因而不適合女性參與作

業。至於工作年資，因裝卸作業民營化自 1998 年才開始，再加上其高勞動力之工作性質

較需要年輕力壯者，而且其係高危險性之工作亦產生流動率較高的現象，使得研究對象之

年資與年齡均不高。此外，就組織規模而言，目前在高雄港經營裝卸作業的 22 家業者中，

其規模大小不一。規模龐大與組織層級較多者，通常為貨櫃裝卸公司，如中國貨櫃運輸公

司、中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公司、高群裝卸等公司，其規模較大，正式員工皆達數百人以

上，其組織層級包含董事長、總經理、部門經理、各部門下的業務課長、現場領班與基層

員工等多層級組織。然而，亦有規模較小與組織層級較少者，其通常為散雜貨裝卸公司，

正式員工往往只有數十人，如高鋒裝卸有限公司、德昇船舶貨物裝卸承攬公司與成泰裝卸

公司等，其組織層級通常僅董事長、經理 (或課長)、現場領班與基層員工等層級組織而已。 

4.3 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依據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涵蓋四項主要研究變項，即轉換型領導、組織氣氛、組織

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以下分別就各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衡量方式、衡量項目及修正

情形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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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基本資料表 

變  項 類 別 次數 百分比 變  項 類 別 次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701 100.0%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28 18.26% 

 女 0 0%  高中、職 506 72.18% 

 合計 701 100.0%  大學 26 3.71% 

年  齡 30 歲以下 302 43.08%  碩士以上 0 0% 

 31-40 311 44.37%  合計 701 100.0% 

 41-50 75 10.70% 職務類別 現場領班 61 8.70% 

 51 歲以上 13 1.85%  現場操作員 640 91.3% 

 合計 701 100.0%  合計 701 100.0% 

工作年資 1 年以下 36 5.24% 公司規模

 

 

50 人以下 3 13.64% 
 2 年以下 102 14.75% 

 3 年以下 301 42.99% 100 人以下 11 50.0% 

 5 年以下 179 25.74%  200 人以下 6 27.27% 

 6-10 年 62 8.98%  500 人以下 2 9.09% 

 10 年以上 21 2.30%  合計 22 100% 

 合計 701 100.0%     

註：工作年資從高雄港開放船舶貨物承攬業民營化算起(1998-2012)。 

(一) 轉換型領導 

基於前述之文獻探討，本研究將轉換型領導定義為一種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相互影響的

演進過程，在此過程中，領導者擁有領袖魅力，提供部屬組織的願景，同時藉由賦予員工

個別地關懷、才智上的激發與心靈上的鼓舞之領導方式，帶動組織的變革。本文使用 Bass 

與 Avolio[29]所發展之 20 道題項的「多重領導因素量表 (MLQ)」衡量轉換型領導，並參

酌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裝卸人員之工作特性，加以修改發展本研究的問卷。本文經由實施

預測後，再以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 (critical ratio) 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 1 題，共得 19 個題

項。量表經由修正後共計 4 個構面 19 道題項，包含理想化的影響 6 題 (idealized influence)、

激勵鼓舞 5 題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啟發才智 4 題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與個別關

懷 4 題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樣本題項中的「理想化影響」，旨在衡量領導者的

職務角色模式，其題項如「我的上司會以團隊利益為優先，而非他個人的利益」；領導者

的「激勵鼓舞」角色衡量，其題項如「我的上司會樂觀的與我談論組織的未來」；領導者

的「啟發才智」角色衡量，其題項如「我的上司要求我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問題」。最後，

領導者的「個別關懷」角色衡量，其題項如「我的上司會協助我發揮自己的實力」。樣本

中的理想化影響構面，其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81；激勵鼓舞為 0.77、啟發才智為 0.82，

以及個別關懷為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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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氣氛 

基於前述之文獻探討，本研究將組織氣氛定義為：裝卸公司中的員工長久感受得到及

可以形容出之感覺，且對部屬的行為存在相當的影響力，而這種特質可透過員工的認知來

加以描述，以表達組織中的特性。為衡量本研究對象之組織氣氛認知，本研究採用毛筱艷

與羅啟峰[73]之研究量表，其量表源自於 Litwin 與 Stringer[37]之組織氣氛量表 (LSOCQ)；

本文並參酌裝卸公司的組織特性加以修改，以適用於本研究對象。本文經由實施預測後，

再以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 3 題，共得 9 個題項。量表經由修正後共計 3

個構面 9 道題項，包含人際關係 4 題、結構氣氛 3 題與責任氣氛 2 題。為了評估組織氣氛

的構念效度，本研究進行 CFA，藉由衡量員工對其組織氣氛的認知，本量表可評估組織

的人際關係 (如，友誼氣氛)、結構 (如，設定非常高的績效標準)，以及責任 (如，個體不

承擔責任)。樣本中的人際關係構面，其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81、結構氣氛為 0.72，以

及責任氣氛為 0.91。 

(三)組織承諾 

基於前述之文獻探討，本研究將組織承諾，定義為組織成員對組織目標與價值之強烈

接受意願及信仰，同時願意為組織付出心力，並繼續留任組織的態度。為衡量本研究對象

對其組織的承諾程度，本文使用 Mowday 等人[51]所發展的組織承諾量表，並參酌船舶貨

物裝卸承攬業裝卸人員之工作特性，加以修改發展本研究的問卷。本文經由實施預測後，

再以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 1 題。修正後之量表共 14 道題項。本量表測

量組織承諾的三個基本要素，分別為價值承諾 5 題、努力承諾 5 題和留職承諾 4 題。樣本

題項如「我會很驕傲的向別人說，我是本組織的成員之一」(價值)；「我對目前工作的組

織具有忠誠度」(努力)；「我十分的關心本組織未來的發展」(留職)。3 個構面的 α值，分

別為價值承諾 0.79，努力承諾 0.68，以及留職承諾 0.73。 

(四) 組織公民行為 

基於前述之文獻探討，本文採用 Organ[21]之研究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組織正式制

度未直接承認、規定，但有利於組織運作成效的各種行為。其重要的涵意是，公民行為是

經由員工內在動機而表現出來的自發性行為。為了衡量本研究對象的組織公民行為，本研

究採用 MacKenzie 等人[74]之組織公民行為量表，該量表來自於對 Organ[21]研究量表的修

正。本文並參酌裝卸公司員工的工作特性加以修改，以適用於本研究對象。本文經由實施

預測後，再以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經驗證後皆達顯著水準。本研究

量表共計 4 個構面 12 道題項，構面與題數均和 MacKenzie 等人[74]之組織公民行為原始量

表相同。構面和題項分別為運動家精神 3 題、公民道德 3 題、盡職行為 3 題與利他行為 3

題。「運動家精神」之題項評估如：「我花費許多時間埋怨微不足道的事情」，員工的「公

民道德」角色衡量，其題項如「我跟得上組織發展的腳步」；員工的「盡職行為」角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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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題項如「誠實謹慎地遵守組織的規章與程序」，以及員工的「利他行為」之題項評

估如「樂意地撥出自己時間協助他人」。4 個構面的 α值，分別為運動家精神 0.82，公民

道德 0.77，盡職行為 0.81，以及利他行為 0.78。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選用之各量表均已被廣泛的使用，並經由其他研究驗證具有良好

的構念效度。同時它的衡量構面亦符合本研究文獻探討中多數學者的看法，並與本文之操

作性定義相近，其意涵對員工提升裝卸效能之影響甚鉅。原始量表依文獻修改完成初稿

後，分別請 5 位學者及專家檢視問卷之語意與適切性，同時本研究所量測之變項，均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計分，由受試者依其認知勾選最適當的答案，依序為「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分。各變

項得分分數愈高者，表示受試者對評量項目的認同程度愈強。另外，本研究並進行驗證性

分析，以評估各量表的構念效度。 

4.4 結構方程模式與階層線性模式分析之應用 

(一) 結構方程模式之運用 

Bollen 與 Long[75]認為 SEM 是一種可提供研究者應用於理論檢定的好方法，其路徑

分析  (path analysis) 即為計量經濟學內之聯立方程模式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ing)，允許內生變數 (endogenous variable) 存在量測誤差 (measurement errors)。Byrne 

[76]認為 SEM 可檢定有關顯性變數與潛在變數 (manifest/latent) 之間的假設關係，為一種

融合路徑分析與 CFA 的「全包式」統計方法。近三十年來 SEM 分析方法，已被廣泛地應

用在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領域，其在國內外行銷、管理、教育等相關領域之應用甚為普遍，

近年在運輸與物流產業領域之研究亦陸續有學者沿用。如 Shang 與 Marlow[77]之企業的物

流績效與物流能力相互關係之研究，及戴輝煌與黃承傳[2]兩岸三地樞紐港口選擇因素之探

討。從上述以 SEM 作為資料分析方法之研究可知，SEM 方法正逐漸為各領域學者所採用，

包含運輸與物流產業。綜前所述，本研究基於研究假設之檢驗、潛在構念的結構分析，以

及研究運輸與物流產業相關領域資料方法之運用趨勢，採用 SEM 分析技術。 

(二) 階層線性模式之應用 

本文在前言中提及，當研究議題牽涉到組織如何對個體產生影響時，多層次的觀念就

必須放入研究架構當中[25]。以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而言，員工與組織之間的關係是員工

嵌套在部門之中，部門嵌套在組織之中，因而變項間的關係涉及階層性的結構。此外，研

究指出，組織特性會受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組織成熟度或結構等組織情境因素的影響
[78]，其將影響到組織層級的多寡與管理者的數量、上司與部屬間的職權關係、高階管理者

制定決策時的員工參與程度，以及各部門與各層級間的相互關係[79]。有關船舶貨物裝卸

承攬業的組織特性，規模較大之裝卸公司，其組織特性為權力集中程度高、正式規章多、

縱向的指導並予以決定之層級較多的僵化式組織。因其組織特性，組織脈絡對個別員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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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很大。相較之下，規模較小之組織特性，是一種較扁平、權力集中程度較低、正式規

章較少與橫向聯繫的參與式組織。雖然如此，就船舶裝卸業而言，工作具有高度危險性是

一項影響組織特性的重要因素。由於這項原因，不管其組織規模與層級如何，皆須藉由正

式的規章，如各種嚴格要求遵守的作業規範；指揮系統分明的領導，如高度授權管理人員

的職權與嚴格督導所屬的職責，以及成員之間的相互合作與協調。基於這些原因，使得組

織層級較扁平的裝卸公司，其個別的員工行為仍受到組織脈絡因素的深遠影響。綜合前

述，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不論其規模或組織層級如何，從其外部環境、正式化與集中程

度，以及員工的協調及互動角色關係來看，組織的脈絡因素對個別員工行為，均有深遠的

影響。因而，以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為研究對象所進行的員工組織行為探討，不可忽視多

層次的脈絡意涵。另一方面，，多層次研究可以說是當代組織與管理領域中最熱門的新興

研究典範[80]，而 HLM 技術亦可廣泛的運用在教育、行銷、人力資源管理、政治 (選舉制

度、政黨支持)、人口學、獄政與警政之各種領域研究當中，其運用範圍可說甚為廣泛。

本研究以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為研究對象，探討員工組織行為對裝卸承攬業之重要性，其

涉及到多層次議題，因而採以 HLM 統計技術探討組織脈絡變項對個體變項影響，確具有

必要性。  

4.5 分析的內涵與程序 

依據本研究的論述及先前所提出的假設，本文之分析程序如下：首先，本研究將轉換

型領導視為一個同時具有個體與團體層次特性的變項，但僅將組織氣氛視為團體層次的變

項。其次，探討團體層次 (聚合) 的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氣氛之影響，並解釋其與個體層次

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再者，分析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組織承諾

與組織公民行為的脈絡效果。最後，探討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組織承諾與組織

公民行為之跨層次調節效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首先檢驗轉換型領導、組織氣氛、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的

因素效度，並以 CFA 檢測受訪者的填答是否能區別潛在的構念。其次，由於「組內一致

性」，是構成個體層次構念回應 (responses) 到高層次 (如部門或整體組織) 構念的必要

先決條件。因而本研究以 rwg 檢測 22 個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在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量

表的填答中是否與其組織成員一致，以衡量成員的組內一致性。此外，在回應每一個較大

的組織單位或是整體的樣本，以及在工作單位內部擁有一致性是重要的，因為就算沒有組

間差異，組內一致也可能存在。研究樣本若存在組內一致與組間差異的狀態，即象徵研究

對象所屬的工作單位層次 (即團體層次，如各公司之管理部門或營業部門) 適合進行脈絡

分析[81]。因此，本研究除了衡量組內一致性之外，並進行組間分析，透過 ANOVA 係數

與 HLM 之 ICC1 與 ICC2 指數，檢測各組織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構念是否也具有組間

差異。最後，本研究運用 HLM 之隨機截距預測模式 (slopes-as-outcomes model)，評估團

體層次變數與個體層次的認知及行為之間的跨層級關係[71]。同時，本文以 HLM 斜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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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slopes-as-outcomes model)，檢測團體層次變數與個體層次變數之間的交互調節效果
[82]。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5.1 基本分析 

表 2 指出各研究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Cronbach’s α值與變數間的相關係數。本研

究以內部一致性來衡量各量表之信度，從表 2 可知，各量表之信度皆大於 0.8 以上，符合

Nunnally[83]認為 α值須大於 0.7 之建議，顯示本研究各量表之信度良好。此外，為了檢驗

轉換型領導、組織氣氛、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是不同的潛在構念，本文進行了 CFA，

以 線性結構方程模式 (LISREL) 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比較這 4 個不同的潛

在構念。CFA 檢測結果如表 3 與表 4 所示，首先從表 3 可知，各研究變項之各項配適度

指標均符合標準，顯示各研究變項均具有良好的配適度。另外，本研究利用混合信度進行

分析，依據表 4 顯示，各研究變項之混合信度均大於 0.6 之檢驗標準[84]；且由表 4 亦可見

研究變項之各觀察變數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顯示各研究變項之量表均具有很

高的建構效度[85]。其次，由於本量表經過模式檢驗已達良好之整體模式配適度，因此進

一步以收斂效度與區辨效度進行分析，如表 4 所示，研究變項各觀察變數之因素負荷量 t

值皆達到顯著水準 (t>1.96)，代表各觀察變數與其所屬之潛在變數間具有顯著之相關

性；且平均變異數萃取量亦均超過 0.5，因此具有收斂效度[84]。再者，本研究以相關係數

的區間估計法來檢驗變數的區辨能力，針對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各研究變項之兩兩構面間

的相關估計信賴區間均不包含 1.00，故各研究變項量表亦均具有區辨效度[86]。最後，各

研究變項各構面之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除組織承諾之努力承諾構面為

0.68 外，其餘各構面之 α 值均大於 Nunnally[83]認為 α 值須大於 0.7 之建議，顯示本量表

之信度良好。依據前述分析資料，提供了研究變項 4 個構念之間具有差異之證據。此外， 

表 2  研究變項之敘述性統計、相關係數與信度係數表 

研究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Cronbach’s

α值 

研究變項相關係數 

(1) (2) (3) (4) (5) 

(1) 轉換型領導 3.81 0.57 0.94 1.000    
(2) 組織承諾 3.51 0.42 0.83 0.62*** 1.000    
(3) 組織公民行為 3.66 0.44 0.84 0.54*** 0.63*** 1.000   
(4) 轉換型領導(團體層次) 3.81 0.31 0.98 -0.02 0.11 0.05 1.000  
(5) 組織氣氛(團體層次) 3.28 0.28 0.89 -0.02 0.08 -0.09 0.49** 1.000 

註：**表示 p< .01; ***表示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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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LM 分析中，本文對第二層的所有解釋變數均以總平均中心化 (grand mean centering) 

的方式處理，它是指每個人的解釋變數都減去同一個數值，通常是減總平均數，但也可能

是其他數值；當解釋變數都減去同一個總平均數值時，稱之為總平均中心化。本文在第二

層的所有解釋變數均以此方式來處理，是因為此一方法有助於減少截距與斜率之間的共變

數 (covariance)，因此減少了多重共線性的潛在問題[87]。 

表 3  研究變項配適度指標表 

研究 

變項 

χ2/df GFI NNFI PGFI RMSEA 

理想值：1.00~5.00 理想值：＞0.9 理想值：＞0.5 理想值：＜0.08 

觀察值 觀察值 觀察值 觀察值 觀察值 

轉換領導 1.73 0.97 0.98 0.64 0.061 

組織氣氛 2.46 0.93 0.92 0.59 0.069 

組織承諾 2.22 0.95 0.93 0.61 0.066 

組織公民
行為 3.43 0.92 0.91 0.56 0.079 

表 4  驗證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研究變數 觀察變數 標準化 λ值 t 值 AVE 值 CR 值 Cronbach’s α值 

轉換型 

領導 

理想化的影響 0.74 10.74

0.812 

0.81 0.81 

0.77 

0.82 

0.77 

激勵鼓舞 0.90  9.45 0.74 

啟發才智 0.63  7.34 0.71 

個別關懷 0.85 10.01 0.72 

組織氣氛 

人際關係 0.84 12.67

0.895 

0.71 0.81 

0.82 

0.77 

結構氣氛 0.78 11.95 0.85 

責任氣氛 0.81 13.10 0.74 

組織承諾 

價值承諾 0.91 12.01

0.781 

0.74 0.79 

0.68 

0.73 

努力承諾 0.57 7.06 0.71 

留職承諾 0.97 12.17 0.78 

組織 

公民行為 

運動家精神 0.72 10.11

0.839 

0.84 0.82 

0.77 

0.81 

0.78 

公民道德 0.93  9.12 0.78 

盡職行為 0.71  7.01 0.77 

利他行為 0.89 10.04 0.83 

註：λ值係指觀察變數之因素負荷量；AVE 值係指平均變異數萃取量；CR 值係指混合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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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聚合資料的檢驗 

在 HLM 的研究中，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被視為團體層次變數[88]。Walumbwa 等人
[88]之研究指出，一般而言，組內相關係數 (包含 ICC 1 與 ICC 2)，是判斷聚合資料的統計

方法。ICC 1 係運用每一個受試者的個人評估分數，比較分析單位之間 (如比較各公司之 

營運部門) 與之內 (如比較同一公司營運部門的不同成員) 的變異數；此外，ICC1 所代表

的是結果變項的總變異數中，可以被組織間解釋的百分比，如果 ICC1 很大，則代表存在

組間差異，組的效果不能被忽略[26]。因而，ICC1 就是用來檢視是否進行 HLM 的關鍵條

件。另外，ICC 2 來自於 ICC 1 的相似概念，係運用每一個單位內受試者的平均評估分數，

來評估組間與組內變異性 (variability) 的相關狀態 (status)。亦即計算各組織成員在各題

項的得分，經求平均數作為組織的分數，然後計算組間變異數占組織平均數變異數的比

值，代表的是這些題項平均數在組織間的一致性程度。換言之也就是信度 (reliability) 的

意思[26]。如果信度夠大，意指用組織成員的平均數代表組織的分數是可以被信賴的，其

可靠性是夠的。透過 HLM 分析，轉換型領導之 ICC 1 係數為 0.28，組織氣氛係數為 0.25。

轉換型領導之 ICC 2 係數是 0.79、而組織氣氛係數是 0.65。依據 Bliese[89]之研究，ICC 1

係數的判斷標準為 0.05 至 0.30；另外，依據 Glick [90]之研究建議，以大於 0.60 作為 ICC 2 

之決斷值，因此 ICC 1 與 ICC 2 是顯著的。此外，本研究檢定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的團

體效果 F 值也是顯著的 (轉換型領導：η2＝0.236，F=7.21，p < .001；組織氣氛：η2＝0.201，

F=5.156，p< .001)。為了更進一步證明聚合的適當性，本文也計算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

的 rwg值
[91]。經由統計分析發現，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之 rwg 平均值分別為 0.94 與 0.90，

皆符合 James 等人[91]建議之 0.70 以上的決斷值。前述這些聚合資料，證明了本研究適合

進行團體層次的脈絡分析。 

5.3 假設檢驗 

(一) 廻歸分析 

本文以廻歸分析檢測團體層次的假設模式，在這分析中，我們藉由簡單廻歸，檢驗團

體層次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間的關係。檢驗的結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判定係數

值為 0.22，並具有統計量上的顯著性，表示模式具有解釋能力，同時 D-W 值為 1.63，介

於 1.5 到 2.5 之間，表示誤差項之間無自我相關存在；研究結果顯示團體層次的轉換型領

導對組織氣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假設 1 成立。此一結果與 Bass 與 Avolio[29]

及 Dimitriades[20]之研究經驗一致，認為當團體層次的比較高時，員工對兩者關係之認知

會比較強。 

(二) 結構方程模式檢驗結果 

在衡量整體模式路徑前，本研究先以 LISREL 8.71 統計軟體進行理論模式之配適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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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簡單廻歸分析 

研究變項 Beta R2 R2 Change F Sig D-W 

ATL        OCL .49 .22 .25 9.84 .004 1.63 

註：ATL 指團體層次的轉換型領導；OCL 指組織氣氛；D-W 指自我誤差項。 

估，以了解本研究模式在理論上之各項指標的適配度是否良好。在有關模式配適度的評估

中，Bagozzi 與 Yi[85]認為必須從基本的適配標準 (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

度 (overall model fit)，以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三方面

加以評量。由表 6 可知，整體理論模式之適配度經檢定後均具有良好的指標。此外，本文

並檢測個體層次假設模式的整體衡量模式路徑參數，結果如圖 2 所示。圖 2 的檢測結果，

顯示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承諾 (γ = 0.72; t = 5.13, p < .001) 及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 (γ = 

0.58; t = 8.98, p < .001) 間的關係是顯著的。因此，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及組織承諾對組

織公民行為，均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所以假設 2a 與 2b 皆獲得支持。然而，轉換型領導

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並不顯著 (γ = 0.13; t = 1.78, p > .05)。此外，本文參考 Sobel[92]

檢驗中介效果影響係數的方法，亦即自變項至中介變項的路徑廻歸係數 a 與中介變項至依

變項的路徑廻歸係數 b 之乘積 (a × b) 為中介效果之影響係數。基於前述檢驗方法，組織

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之關係路徑廻歸係數乘積為 0.42 (0.72× 

0.58)。依據 Baron 與 Kenny[93]之研究指出，要成立完全中介有三個先決條件：首先，自

變項 (即轉換型領導) 與中介變項 (即組織承諾) 及依變項 (即組織公民行為) 之關係是

顯著的；其次，中介變項與依變項必須有顯著的相關；最後，當中介變項導入 SEM 模式

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變成不顯著，而且自變項至中介變項之路徑廻歸係數 a 與中介

變項至依變項之路徑廻歸係數 b 的乘積 (a × b)，須大於自變項至依變項之路徑廻歸係數

c，三個條件均符合方能成立。此外，如果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降低，但是中介變

項依舊顯著，則中介變項僅具有部分的中介效果。綜前所述，並從表 1 與圖 2 之分析可知，

組織承諾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亦即組織承諾對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具

有 42%的完全中介效果之影響力，因此，假設 2c 亦成立。此一結果與過去之研究，認為

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及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以及組織承諾在

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具有中介效果之影響是一致的 (如：Bass 與

Avolio[29]； Buchanan [64]； Singer 與 Singer [65])。 

(三) 階層線性模式檢驗 

1. 零模型 

本研究在 HLM 檢驗的部分，首先以零模型 (null model) 檢測團體間變異數的顯著性

估計是否顯著地不同於零，以確定本研究資料是否可以進行階層線性模式檢驗。零模型是

一種僅有總體與個體層次區分，但各層沒有任何解釋變數的模型，為跨層級資料分析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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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整體理論模式適配度檢定 

絕對適合度衡量 理想數值 觀測值 評鑑結果 參考文獻 

χ2/df 1.00~5.00 181.32/41 符合 Schumacker 與 Lomax[94] 

GFI > 0.8 0.92 符合 Jöreskog 與 Sörbom[86] 

RMSEA < 0.08 0.069 符合 Baumgartner 與 Homburg[95] 

增量適合度衡量 理想數值 觀測值 評鑑結果 參考文獻 

AGFI > 0.8 0.89 符合 Lu[96] 

NFI > 0.9 0.90 符合 Bagozzi 與 Yi[85] 

NNFI > 0.9 0.93 符合 Bagozzi 與 Yi[85] 

CFI > 0.9 0.94 符合 Bentler[97] 

簡要適合度衡量 理想數值 觀測值 評鑑結果 參考文獻 

PNFI > 0.5 0.62 符合 Bagozzi 與 Yi[85] 

PGFI > 0.5 0.57 符合 Bagozzi 與 Yi[85] 

 
註：***表 p < .001。 

圖 2  本研究整體衡量模式路徑參數圖 

基本形式。為了檢驗個體和團體變數對裝卸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影響是顯著的，我們建立

一個無解釋變項的 HLM 零模型，具體地說明階層 1 或階層 2 的廻歸方程式，並據此確定

各裝卸公司管理部、業務部或營運部之間的顯著差異。如表 7 所示，τ00= 0.028 且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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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團體間變異數的顯著性估計，指出它是顯著地不同於零 (τ00=0.028, df=21, x2= 

134.26, p < 0.001)。因此，提供一個檢測它的團體層次解釋變項基礎，和組織公民行為組

內變異的個體層次解釋變項。 

表 7  階層線性模式各項指標 

 γ00 γ01 γ10 γ11 τ00 τ11 σ2 deviance 

1. Null model 
L1: Y(OCB)=β0j+rij 

L2: β0j=γ00+U0j 

3.67***

(0.528)
   0.028***  0.176 871.652 

2. Intercepts-as-outcomes 
  models 
(1) ATL－OCB 
L1: Y(OCB)=β0j+rij 

L2: β0j=γ00+γ01(ATL)+U0j 

3.40***

(0.563)
0.24 

(0.123)
  0.03***  0.158 752.791 

(2) ATL－OC－OCB 
L1: Y(OCB)=β0j+β1(OC)+rij 

L2: β0j=γ00+γ01(ATL)+U0j 

   β1i=γ10+U1i 

1.28***

(0.312)
0.12 

(0.061)
0.65***

(0.031)
 0.011** 0.012* 0.125 437.525 

(3) OCL－OCB 
L1: Y(OCB)=β0j+rij 

L2: β0j=γ00+γ01 (OCL)+U0j

2.74***

(0.371)
0.47***

(0.093)
  0.03***  0.176 876.691 

(4) OCL－OC－OCB 
L1: Y(OCB)=β0j+β1(OC)+rij

L2: β0j=γ00+γ01 (OCL)+U0j

   β1i=γ10+U1i 

3.82***

(0.361)
0.38***

(0.071)
0.61***

(0.031)
 0.033*** 0.017* 0.131 482.752 

3. slopes-as-outcomes 
model 

(1) ATL－OC－OCB 
L1: Y(OCB)=β0j+β1(OC) 

+ β2 (TL)+rij 

L2: β0j=γ00+γ01 (ATL)+U0j 

   β1i=γ10+γ11 (ATL)+ U1i

3.52**

(0.361)
0.62*

(0.271)
0.02

(0.291)
0.17*

(0.068)
0.17** 0.006** 0.322 425.937 

(2) OCL－OC－OCB 
L1: Y(OCB)=β0j+β1(OC) 

+ β2 (TL)+rij

L2: β0j=γ00+γ01(OCL)+U0j  
   β1i=γ10+γ11 (OCL)+U1i

0.29 
(1.618)

0.41 
(0.352)

0.874*

(0.371)
0.085
(0.121)

0.28*** 0.005** 0.322 435.825 

註：L1階層 1；L2階層 2；TL轉換型領導；ATL聚合的轉換型領導；OCL組織氣氛；
OC組織承諾；OCB組織公民行為；γ00 係指 OCB 平均數之組織平均；γ10 係指 OC 之
截距項 (β1j)；γ01係指 ATL 或 OCL 之 β0j斜率項；γ11係指 ATL 或 OCL 之 β1j斜率項；τ00

係指團體階層 (U0j) 之變異數 (組間變異)；τ11係指團體階層 (U1j) 之變異數 (組間變異)；
σ2係指個體層次的變異數；括弧內為標準誤；*表 p < .05; **表 p < .01；***表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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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層次脈絡效果：截距預測模式 

截距預測模式是在第二層 (總體層次) 放入一個或多個連續自變數，作第一層截距 

(如 Y 的分組平均數 Y j ) 的解釋變數，間接解釋 Y，但是個體層次並無解釋變數的一種預

測模式。為了解釋階層 1 截距變異數，本文對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個別估計一個 HLM

模型，顯現在階層 1 方程式中，而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則作為階層 2 方程式之

解釋變數。假設三與四預測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將正向地影響組織承諾與組織

公民行為。如果 γ01 之參數估計是顯著的，團體層次對個體層次之脈絡效果將獲得支持。

從表 7 可以看出，γ01 之參數估計均未達到顯著水準，因而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對員工的組

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並未具有跨層次的主要效果 (聚合的轉換型領導─組織承諾 

(ATL－OC)：γ01.122, SE.061, t1.741, p > .05；聚合的轉換型領導─組織公民行為 

(ATL－OCB)：γ01.241, SE.123, t1.950, p > .05)。因此，假設 3a 與 3b 均未獲得支持。

然而，組織氣氛對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是正向與顯著的 (組織氣氛─組織承諾 

(OCL－OC)：γ01.384, SE.071, t5.725, p < .001；組織氣氛─組織公民行為 (OCL－

OCB)：γ01.472, SE.093, t4.382, p < .001)。因此，假設 4a 與 4b 均獲得支持。此一結

果顯示，對脈絡效果的詮釋說明了一個團體中，個體認知到較高的組織氣氛層次時，會更

加顯現出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而團體之間組織氣氛的差異，也將影響到員工組織承

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經驗程度。因此，就如同我們所假設的，任何已知的個人層次組織承

諾或組織公民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自己對組織氣氛認知的函數和他們從事工作的

團體脈絡。此外，各裝卸公司部門之間認知的組織氣氛 R2 是 0.38，因此組織氣氛解釋了

個人組織公民行為 38%的組間變異。然而研究亦顯示，轉換型領導的組間差異，無法影

響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經驗程度。 

3. 跨層次調節效果：斜率預測模式 

在階層資料中，如果第一層具有一個或多個連續自變數作 Y 的解釋變數，第二層也

具有一個或多個連續自變數作廻歸係數的解釋變數，而得到一個整合斜率與截距模型的

「完整模型」(full model)，稱之為斜率預測模式[98]。在假設五與六中，本研究假設團體層

次變數調節個體層次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調節以組織承諾在截距預測模

式中其隨機變異數顯著為先決條件[88]。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組織承諾之隨

機變異數分別為 0.012 ( p < 0.05) 與 0.017 ( p < 0.05)，這顯示在階層 1 當中，聚合的轉換

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兩者，在各裝卸公司員工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是具

有顯著差異的。當先決條件被驗證後，本文藉由團體層次解釋變項檢測變異數之解釋力。

如表 7 所示，γ11 之參數估計達到顯著水準，因而聚合的轉換型領導預測組織承諾與組織

公民行為之間的斜率 (ATL－OC－OCB) 是顯著的 (γ11= 0.17; t= 2.42, p< 0.05)，因此，假

設五獲得支持。然而，組織氣氛對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斜率 (OCL－OC－OCB) 

預測不顯著 (γ11 = 0.085; t = 0.845, p > 0.05)，因此，假設六未獲得支持。本研究為求更

進一步的解釋變項間的交互作用效果，依據 Aiken 與 West[99]的研究建議，並參考高瑞新

與劉祥浤[23]之作法，將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認知得分的前後各 27%，劃分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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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二組，分別畫出圖 3 與圖 4 的交互作用狀況，並以交互作用斜率來評估交互作用的形

態 (form)。圖 3 與圖 4 之橫軸顯示組織承諾改變的程度，而縱軸則顯示員工組織公民行為

改變之程度。圖 3 的交互作用現象，說明了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個體的組織承諾，對組織

公民行為變化的交互作用效果，並具體顯示了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對個體的組織承諾與組

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強大的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亦顯現出員工對組織承諾的

所有認知程度，並且指出當員工認知到一個強而有力之聚合的轉換型領導時，相較於未如

此認知者，會更可能的展現組織公民行為。然而從圖 4 可發現，組織氣氛並未對組織承諾

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具有交互作用效果。 

5.4 討論 

本研究首先藉由廻歸分析發現，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氣氛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

從研究資料統計技術的角度來看，迴歸分析適用於本研究之團體層次變項間的檢驗，因為

它除了可以清楚的檢驗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外，尚可以驗證本研究聚合的轉換型領

導對組織氣氛是正向或負向的顯著影響，使本文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具體關係，並賦予團

體層次變數更具體的實務意涵。因而此一結果顯示，在船舶貨物裝卸組織中，員工對於主

管轉換型領導的整體認知，是可以正向地影響員工對於組織氣氛的整體認知。研究發現亦

證實了在一個組織層次中，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氣氛具有正向影響之研究 (如：Bell 與

Menguc[100])。因此，船舶貨物裝卸組織的領導者，應該清楚地傳達組織的願景，激勵他

們的部屬從新的觀點看待問題，並賦予員工個別的關懷，以讓其所屬的員工對組織產生情

感與認同，進而促進員工對組織氣氛具有正向的感受。 

其次，本研究藉由 SEM 分析發現，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及組織

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均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而且組織承諾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由於

SEM 可將潛在構念與變數間的關係，在同一個模型架構下進行分析，透過結構參數的設 

 

  

圖 3  聚合的轉換型領導之跨層級調節效果 圖 4  組織氣氛之跨層級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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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限制，同時地檢驗變項之間的關係，並獲得較為完整的中介效果。因而，比起階層迴

歸分析的中介效果檢驗須要經過兩次的驗證程序來得簡單與正確。此外，從本研究之 SEM

結構圖，可清楚地看出變項之間的關係在中介變項導入之後的變化，並具體的反映變數之

間的連動影響。從個體層次變項間的關係、組織承諾具有中介效果以及它可檢驗研究變項

的構念效度之多重角度來看，SEM 是一項優良的統計技術。因此本文在進行 SEM 分析時，

可賦予個體層次變數之間的關係更具體的實務意涵。從研究發現來看，SEM 的分析結果

與先前的研究是一致的 (如：Dimitriades[20])，亦即認知轉換型領導的員工，更可能顯現

出對他們的組織回報更高程度的承諾，並間接促進員工展現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因此，

一個裝卸公司的領導者，應該開創組織一個共同的主題思想，讓他們的部屬相信與接受組

織的目標和價值觀，以及採取與組織利益一致之行動。同時為了提升裝卸公司之基層人員

更高的組織承諾度與展現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一個上司應該清楚有力地表達組織願景，

以便激勵所屬在組織的所有層次中，均能為他們的工作盡最大的責任及正確地認知他們組

織的目標，以促進員工展現更多有利於組織與顧客的公民行為。 

最後，本研究透過 HLM 分析發現，組織氣氛的脈絡效果與聚合領導的跨層次調節效

果。然而，在 HLM 分析中，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脈絡效果和組織氣氛的跨層次調節效果是

不顯著的。上述發現不僅顯示轉換型領導及組織承諾會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而且組

織氣氛對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均具有脈絡效果。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聚合的轉換型領

導，對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以及組織承諾通常是某些變數

的前因 (如組織公民行為) 與後果 (如轉換型領導)。透過 HLM 分析，本研究也發現團體

層次變數，對員工的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此外，本研究結果顯

露一個特別現象，亦即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個體層次影

響，但聚合的轉換型領導未具有脈絡效果。本研究認為，此一現象可能產生於藉由專注地

傾聽員工意見，及藉由扮演監督者或教練之角色，可使轉換型的領導者展現對員工的個別

關懷，並注意部屬對成就與成長的需求。因此與整個團體影響作比較，領導者對個別追隨

者的影響是更加直接與具體。此外，裝卸公司的組織結構可能是此一現象的另一種原因；

因為在高雄港大部分的民營裝卸公司，尤其是散雜貨裝卸公司的組織規模均不大，因而組

織層級趨向扁平化；且由於裝卸作業與其他工作相比具有較高的危險性，其作業流程較為

嚴謹與講求團隊紀律。基於這些因素，本文認為與其他組織的領導者相比，負責裝卸現場

作業的部門領導者，更容易將他們所欲灌輸的觀念與所需執行的方案，直接地傳遞給他們

的追隨者。因此，在個體層次中，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關係間的影響比

在團體層次中強。 

基於上述之研究發現，若從多層次理論運用到本研究的角度來看，HLM 在闡釋民營

化的裝卸組織時具有以下的理論意涵：首先，透過本研究的分析，再次驗證 HLM 是一項

闡釋多層次資料類型的卓越統計技術；其次，HLM 可幫助研究者呈現員工組織行為的真

實面貌。此外，HLM 提供一種可強力評估脈絡效果與跨層次交互影響的測量方式。因而

在 HLM 的理論意涵下，提供了我們重新審視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個體組織行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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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間跨層級影響的研究意涵。因為儘管研究者早已普遍地發現領導與組織氣氛是影響

員工行為的重要因素，然而這樣的影響歷程，在本研究考慮團體層次的變數之後，我們發

現管理者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個體員工行為因果關係間的影響歷程，確實有不同

的結構。例如透過 HLM 分析，本研究發現了組織氣氛的脈絡效果與聚合領導的跨層次調

節效果。然而，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脈絡效果和組織氣氛的跨層次調節效果是不顯著的。如

此結論相當值得研究者注意，因為在單一層次的研究中 (尤其是個體層次)，當研究者發現

相關結果不符假設的預期時，往往會將原因歸於研究樣本的特性，雖然此點並非錯誤，但

是在多層次分析的角度下，另一種原因極有可能是因為研究者忽略了其他分析層次因素的

影響。如同本研究於前言中所述，當研究議題牽涉到組織如何對個體產生影響時，多層次

的觀念就必須放入研究架構中；而學者也曾宣稱獨立於個體層次是無法了解組織行為的全

貌，研究者應該多加考慮另一層次的可能原因[25]。本研究的進行不但回應此一呼籲，就

我們的研究結果而言，亦支持上述的說法。因此在傳統以個體層次的認知與態度因素作為

分析的研究策略下，有關團體層次的變數，其實可以提供我們另一種研究角度的視野與思

考方向。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 HLM 架構，可以衡量團體層次變數對個別員工的組織行為影

響；並且本研究新發現組織氣氛具有脈絡效果及轉換型領導具有跨層級的交互作用來看，

多層次的觀點與 HLM 技術的運用，對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特別具有理論與實務上的意

涵。 

六、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索組織氣氛與組織承諾的本質，檢測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

之間的關係，並且以 HLM 分析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之脈絡和調節效果。主要

研究發現如下：首先，藉由廻歸分析，本文發現聚合的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氣氛具有正向的

顯著影響。其次，藉由 SEM 分析，發現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及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

行為均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而且組織承諾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最後，透過 HLM 分析，

本研究亦發現組織氣氛的脈絡效果與聚合領導的跨層次調節效果。然而，在 HLM 分析

中，聚合的轉換型領導脈絡效果和組織氣氛的跨層次調節效果是不顯著的。整體而言，本

研究假設除了聚合的轉換型領導之脈絡效果，和組織氣氛的跨層次調節效果未獲得支持

外，其餘變項關係之間的假設均獲得支持。 

6.2 管理意涵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結論於管理上有其不可忽略的價值。首先，研究結果顯示，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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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個體層次結果變數的調節效果與脈絡效果，是值得更進一步探

索的議題，尤其在一個需要嚴謹作業流程與高度危險性的裝卸作業中。其次，為了喚起員

工更高程度的組織承諾，負責裝卸作業基層員工之領導者，應該清楚有力地表達公司願

景，激勵部屬對他們組織的承諾，藉由賦予組織一個有活力的愉快氣氛，以引導他們在組

織的所有層次中，均可以為他們的工作盡最大的責任。再者，清楚闡釋組織目標與員工的

服務角色，及明確敘述獎勵系統與各項指令，在更直接的管理層級中 (如管理基層員工之

管理部、業務部或營運部)，也可激勵他們的部屬主動地展現組織公民行為。此外，由於

招募與甄選實務，可以提供一個吸引和選擇最具有組織公民行為傾向的員工機會[47]，所以

裝卸公司應該注重招募與甄選實務，以便了解員工是否具有服務傾向。最後，為了成功地

達到領導效能，在組織的整體運作當中，裝卸公司的領導結構必須充分地降低權威特性，

並激勵員工積極地回應顧客的服務需求，同時排除不必要的層級管制。 

6.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促進了研究者理解轉換型領導對裝卸業員工組織行為的影響，然而亦有若干的限

制。首先，由於受訪者自我報告之性質，本文之研究變項有涉及共同方法偏誤之可能性。

因而，後續的研究者可從設計更有鑑別度的問卷工具來努力，或從不同的來源蒐集資料，

以便更客觀地調查員工間的組織行為。本研究的另一個限制是，樣本的特性可否推論到其

他與港埠作業有關的組織，如貨櫃運輸業，或其他類型的組織尚不可知。所以，在未來的

研究中，可就本研究的發現部分，在其他與港埠作業有關的組織或其他類型的組織中，以

各種職務層級、不同的工作特性，以及更異質性的樣本檢驗。後續研究也需要隨著時間的

推移，從多重的來源蒐集員工各種行為展現資料，以適當地從多層次的角度，分析其組織

行為及其相互間的關聯性。整體而言，本研究是臺灣第一個在船舶貨物裝卸承攬組織中，

檢驗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氣氛對組織行為結果變數的脈絡與調節效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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